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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墙拆除是北京近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从城市规划的视角出发，基于

对大量原始档案的系统查阅及相关专家访谈，重点对北京内外城城墙的拆除过程与原因进行历史考

察。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内外城城墙曾有过各种“保”的努力，后因交通、市政等现实

矛盾激化而转向“拆”的决策。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因多方意见分歧而出现犹豫与反复，管理措

施也有回撤和摇摆。究其根源，城墙拆除以交通和市政建设问题为主导，但国防需要、社会变迁和

政治动员等因素也交织其中。而 1965—1970年因备战需要修建地铁，导致内城城墙绝大部分被彻

底拆除，成为整个拆除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转折。这一结局既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因素叠加

的历史必然性，亦不无具体决策环节中的偶然性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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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olition of city walls was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in the course of Beijing's modern ur-

ba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this study conduct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emolition process and causes of the inner and outer city walls of Beijing.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sys-

tematical review of a large number of original archives and interviews with relevant exper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various attempts to preserve the

inner and outer walls. However, as practical conflicts in transportation and municipal development intensi-

fied, policy shifted from preservation to demoli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disagreements among different

parties led to hesitation and repeated policy changes in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also

showed retreat and fluctuation. In essence, transportation and municipal construction needs played the lead-

ing role in the demolition.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defense demand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mobili-

zation were also intertwined. Between 1965 and 1970,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way for war-preparedness

purposes caused the near-complete demolition of the inner-city walls. This became the most decisive turn-

ing point in the whole process. The final outcome reflected both historical necessity under specific histori-

cal conditions with multiple factors combined, and contingency and constraints at specific decision-making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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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由于其雄伟高大的视觉形象，城墙是许

多历史古都的标志性要素，也是市民对古城

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的具体依托。自 1982

年北京被列入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

城墙的存废也始终是其历史文化保护中的焦

点议题。即便在探讨“梁陈方案”时，仍有

人将其与城墙存废问题相提并论。然而专题

研究表明，城墙存废问题并不在该方案的争

论范畴之内，所谓因未采纳“梁陈方案”而

导致北京城墙被拆除的说法实属无稽之

谈 [1]。但这样的研究结论并未消解公众疑

惑，人们仍在追问：北京城墙究竟是在何

时、因何原因被拆除的？

关于北京城墙及其拆除情况，目前已有

大量研究成果：侯仁之[2]对元大都和明清北

京城的设计、城墙修建与变迁进行了深入分

析；申予荣 [3]梳理了北京城墙的修建、改

建、损毁和拆除的历时性过程；瞿宛林[4]阐

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专家、市民以及中央与

地方等不同方面对城墙的认识和主张；王国

华[5]对北京城墙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了整理

汇编；蔡青[6]系统梳理了 1900—2010年北京

城墙、城门和古建筑被破坏与拆除的情况；

孔庆普[7]以亲历者身份记录了北京城楼与牌

楼的维修与拆除过程。这些成果对于认识北

京城墙的拆除过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若干不足。例

如：部分研究对不同时期的事件有所混淆，

导致北京城墙被拆除的历史过程及其阶段性

特征尚不清晰；从城市规划视角展开的探讨

较为薄弱；某些城门、城楼拆除时间的记载

存在矛盾或出入。作为广受社会关注的重要

议题，北京城墙的拆除过程及其深层原因，

仍有进一步厘清与深入探讨的必要。

鉴于此，本文将以笔者所从事的城市规

划史研究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一批原始档

案资料，并辅以不同年份的高清影像图，从

城市规划视角对北京城墙的拆除过程及原因

进行历史考察。严格来说，北京的城墙体系

结构复杂，由四重城垣构成。而拆城墙现象

自清末便已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本文在简要概述北京城墙体系的形成及近代

变迁基础上，将重点聚焦于 1949年新中国

成立后北京内外城城墙的拆除情况——这也

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为避免主题分散，本文

的讨论对象仅限于北京城墙及其主要构成要

素(城墙、城门、瓮城和箭楼)；城墙的次要

附属结构(如闸楼、角楼、鸾桥等)及其他历

史建筑(如牌楼、牌坊等)则不在本文讨论范

畴之内。此外，关于城墙的拆除有整体性拆

除与局部拆除等不同理解，本文将主要针对

局部拆除的情况展开讨论，并在结尾部分进

行整体性的分析与总结。

11 北京四重城墙体系的形成过程与变迁北京四重城墙体系的形成过程与变迁

通常所认知的北京城，其“凸”字形外

轮廓之内，实际包含外城、内城、皇城和宫

城四重城墙，构成一个体系化的空间结构。

这一格局经过 100多年的逐步建设，至明嘉

靖年间才最终成形。早在至元九年(1272年)

开始修建的元大都，已具备都城、皇城和宫

城三重城墙体系，其最外部的都城城墙呈南

北略长的方形，共设11门。至明代初期，为

便于驻军防守，朝廷弃用了都城北部较为空

旷的区域，在其南侧 2.5 km处另筑新城墙，

并将南城墙向南推进约 1 km，共设 9 个城

门，此即内城。到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为

抵御蒙古骑兵侵扰，并保护建于城外的天

坛、山川坛(先农坛)以及周边人口稠密的居

民区，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都城之外

修筑外城。原计划四面修筑以形成“回”字

形格局，但因财力不足，仅完成南面部分，

最终与内城墙共同构成了“凸”字形格局

(见图 1)。外城设 5个城门，与内城(即都城

墙)9门形成“内九外五”的格局。此后，为

便利城内交通，又在内、外城连接处修建了

东、西两座便门[2]。公众通常所认识和了解

的“北京城墙”，即构成北京城“凸”字形

轮廓的主体部分，主要便是内、外城城墙。

因功能定位和建造时代不同，北京四重

城墙在形制、厚度等方面多有差异，并历经变

化。元代都城城墙全部用夯土建成，基部宽

达24 m，其基宽、高与顶宽的比例为3:2:1[2]。

引用格式：李浩，高凯悦，王飞 . 北京内外城城墙拆除过程及原因的历史考察(上)[J]. 城市交通，

2026，24(1)：113-122.

Li Hao, Gao Kaiyue, Wang Fei.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emolition process and causes of Beijing's

inner and outer city walls (part one)[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26, 24(1): 1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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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防御，元末(1358年)起在内城 9门修

建瓮城，次年建成[5]。至明代前期(1371年)，

开始在内城土城墙外侧加砌基石与城砖；至

1445年，又将城墙内壁加砌砖石[9]。明成祖

于 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后，于 1436年起修

筑各城门的城楼、箭楼、闸楼、鸾桥、角箭

楼、城濠和城闸等设施，3年后完工[9]。

鼎盛时期的北京城墙体系完备。皇城墙

底宽近 2 m，顶宽约 1.7 m，高 6 m，呈不规

则方形，周长近 11 km，主要起隔离和防卫

皇室内苑之用。内城城墙四面尺寸存在差

异，底宽约 15~24 m，顶宽约 11~20 m，外

侧高约 10~12 m，呈东西略宽的长方形，周

长共 23.8 km。外城城墙底宽约 12 m，顶宽

约 10 m，外侧高约 7 m，其中南城墙长约

7 900 m，东、西城墙各长约 2 800 m，周长

共约15.6 km[9]。内、外城城墙的外侧建有加

强防御的“马面”(墩台)与雉堞，四周护城

河环绕，四隅各建角箭楼。各城门则配有城

楼、箭楼、瓮城、闸楼、鸾桥和城闸等，共

同构成严密的城防体系。此外，城门内侧、

角箭楼和城墙内侧还建有马道，具备骑马登

顶和作战等军事功能。

北京的城墙，尤其是内城城墙，经明清

两代反复改建与修缮，极为坚固雄伟，堪称

中国封建社会都城城垣建筑的巅峰之作，代

表着古代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长期是北京

城最瞩目的象征。早在 1924年，瑞典史学

家喜仁龙(Osvald Siren)在其著作《北京的城

墙和城门》中便赞叹道：“纵观北京城内规

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

雄伟壮观……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

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

瓴、睥睨四邻的气派……这些城墙无论是在

建筑用材还是营造工艺方面，都富于变化，

具有历史文献般的价值”[10]。

然而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北京城墙也屡

遭损毁。早期元大都的土城墙因雨水冲刷时

常坍塌，虽曾采取“以苇蓑城”(即在雨季

用芦苇编成苇帘覆盖城墙，为土城遮蔽雨

水)之策，仍无法根本解决，以致不得不常

年组织大规模人力修缮，工程浩大，劳役沉

重 [5]。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

义军攻入北京，曾焚毁宫殿及内城 9 门城

楼。至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于前门焚烧

洋商药房时延烧至正阳门箭楼，致其严重损

毁；随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正阳门箭楼、

朝阳门箭楼、东直门箭楼、崇文门箭楼和内

城东北角楼遭炮击损毁，正阳门城楼亦因火

灾被毁。此外，外国侵略者为修筑铁路，还

在永定门东西两侧、广安门北侧和广渠门北

侧等多处拆辟城墙豁口，其中穿越崇文门的

铁路更是直接从瓮城中穿过[6]。

1911年辛亥革命后，北京城墙遭受了更

为剧烈的冲击。次年(1912年)，袁世凯部下

在北京大肆烧掠，东安门城楼首遭焚毁。随

着皇城禁地身份消失并向市民开放，内外交

通压力骤增，导致多处城墙被拆辟豁口，皇

城墙体也陆续被拆除。至 1927年，北京皇

城的城墙已拆除过半(见图 2)。与此同时，

内外城城墙也受到严重影响：自 1915 年

起，先后拆除了正阳门、朝阳门、东直门、

安定门、德胜门和宣武门等处的瓮城，以及

宣武门、左安门、广渠门、东便门、阜成门

等处的箭楼；为加强内外城交通联系，又拆

除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的城墙，开辟了两座

券门(即“和平门”)，并将正阳门与崇文门

之间的水窦改建为“水关门”。1937年日本

占领北京后，日伪当局为连接西郊与东郊修

建的街市与城区，于卧佛寺街西端和东观音

寺街东端拆除城墙，开辟了长安门和启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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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元明两代北京城发展示意

Fig.1 Illust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资料来源：文献[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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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豁口(二者于抗战胜利后分别改称复兴

门和建国门)。此外，还在正阳门与和平门

之间开辟了两座门洞，以正对正阳门西车站[6]。

22 19491949年北平解放之初城墙的保存情况年北平解放之初城墙的保存情况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其城

墙体系整体呈现“四缺一”的格局：宫城

(紫禁城)、内城和外城保存相对完整，而皇

城墙大部分已被拆毁(仅南城墙及西南角毗

邻的一小段西城墙得以保留)。具体至各城

门：1)皇城城门。东安门已毁，其余各门尚

存。2)内城城门。仅西直门的瓮城、城楼和

箭楼均全部完好。正阳门、朝阳门和安定门

3处瓮城已拆，城楼和箭楼尚存；崇文门和

阜成门箭楼已毁，瓮城和城楼尚存；东直门

和宣武门瓮城和箭楼已毁，只剩城楼；德胜

门城楼和瓮城已毁，只剩箭楼。此外，和平

门、水关门、复兴门和建国门仅为城墙豁口

或门洞(其中建国门已遭破坏，无法通行)。

3)外城城门。永定门、左安门、东便门、西

便门、广安门和右安门的瓮城、城楼和箭楼

均保存完好；广渠门仅余瓮城，其城楼和箭

楼已毁(见图3)。

历经连年战火，1949年的北平城墙已千

疮百孔。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曾在北

平城墙修筑工事，挖壕沟约 2.3万m3、城墙

洞 500多个[11]。其中，前三门城墙沿城顶一

带，共有新中国成立前掏挖的射击孔 158

处，“共有大小洞穴119处，最深者已与城下

所挖的防空洞连通”[12]。1949年 9月 16日，

《人民日报》报道：“前门靠西边的两个门洞

每遇大雨便淋漓不止的漏水，甚至雨后两三

天仍是漏个不止。其原因是城墙损坏部分被

水浸透，面积愈套愈大，上面的砖多已下

沉，凹成裂缝”[13]。调查显示，当时北平内

城城墙存在塌陷危险的地点多达130多处[4]。

然而，城墙的破损仅是问题之一，更为

严峻的挑战来自交通方面。北平和平解放

后，随着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

定都意向，以及中共中央驻地迁至香山，城

市人口迅猛增长。与此同时，新的首都规划

开始突破城墙限制，向更广阔的市域范围布

局，导致城内外交通需求急剧扩大，城门拥

堵问题日益突出。

当时，北平市建设局是负责首都规划的

重要部门。1949年 5月 8日，建设局组织召

开都市计划座谈会，城门交通问题被列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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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Illustration of the demolition of Beijing's imperial city walls in 1927

资料来源：文献[6]。

注：该图系蔡青根据京都市政公所丈量资料绘制。原图中文字为手写体，为便于
阅读，特重新录入，并将原图中的英制度量单位(英尺、英寸)换算为国际单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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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议题之一。会议材料指出，各城门中“以

朝阳、崇文、正阳、宣武、西直、广安六门

交通量最为繁重。有时且呈拥塞状态，交通

颇感不便。亟须加以研究改善。” [14]为此，

座谈会提出了 5种应对方案：增辟城门，对

城门进行彻底或局部改造，在护城河外修筑

环城道路，以及拆除城墙。与会专家就此展

开了热烈讨论：华南圭主张拆除城墙，或至

少拆除所有瓮城并增开门洞；梁思成则主张

保留，建议在城门及瓮城两侧增开门洞以组

织单向交通、加宽马路，并将城墙改造为公

园[14]。由此可见，自北平解放伊始，城墙的

存废问题便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并形

成了拆除和保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此

背景下，此后 20余年间，北京内外城城墙

的逐步拆除过程，主要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33 19491949年以后北京内外城城墙被拆除年以后北京内外城城墙被拆除

的的44个阶段个阶段

33..11 第一阶段第一阶段((19491949——19521952 年年))：：在试图在试图

保留城墙的前提下保留城墙的前提下，，实施个别城门实施个别城门

改造与城墙开辟豁口改造与城墙开辟豁口

1949年 5月 8日，北平市建设局召开都

市计划座谈会，就城门交通问题提出 5种方

案并向专家征求意见，体现了初步的科学理

性态度。同期，为保护北平城墙，政府亦采

取了诸多实际措施。例如，1949年3月，北

平市建设局派技术员王德新查勘内外城城墙

损毁情况，4月拟定整修简易办法上报市政

府，获批后即行修复 [4]。同年 8月，华北军

区某师全体动员，填补城墙上的壕沟和漏

洞 [11]。9—11 月，为改善交通，北平市约

2 000名青年工人与学生参加了建设局组织

的“打通建国门”工程[15]，开辟了一处 8 m

宽的豁口，加装木门，并在护城河上架设了

木桥[16]。至1951年4月，政务院拨给北京(北

平自1949年9月27日起改称北京)市15亿元

(旧币)城楼修缮专款，市建设局选定对东直

门城楼、阜成门城楼、德胜门箭楼、安定门

城楼和箭楼，以及东便门城楼和箭楼进行全

面修缮[6]。

这一时期对个别城门的改造措施，也反

映出决策者较为谨慎的态度。以西直门为

例，作为当时北京交通量最大的城门之一，

其进出路线需跨越护城河，加之邻近西直门

火车站和调度站，“有时机车来回在那里调

度，阻路时间很长” [17]，导致交通拥堵频

发。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有一次

毛主席从香山进城开会，在那堵了半个小

时”[17]，这不仅影响通行效率，更构成重大

的安全隐患。为此，北京市建设局于 1950

年 4月决定对西直门进行改造，具体方案是

在城门南北两侧各距瓮城 16 m处开辟两个

豁口，用以组织“北出南进”的单向交通流

线(见图4)。该方案提出，“原有瓮城将根据

需要与可能使其美化成为园野地区；靠近城

墙处布置为绿化地区”[18]。这一相对保守的

改造方案，使西直门的城楼、箭楼和瓮城在

此后20年内得以保留。

崇文门是同期进行改造的另一重要案

例。作为联系内城和外城的关键通道，它也

是北京最早有铁路横穿瓮城的城门，“每天

有火车 80次—100次的列车要从门前横过，

相距时间最短仅三、五分钟”，“火车通过时

即得断绝交通，因而造成城内城外车马拥塞

的现象”[19]。由于其交通问题极为突出，改

造方案更为彻底：决定拆除瓮城，并在城门

两侧各开辟 1个门洞，以组织上下行单向交

通。该工程于 1950年 5月启动，历时约 3个

月完成[6]。经过改造，崇文门城楼的主体结

构得以保存。

另外，1950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

首个国庆节，北京在改造长安街时，仅拆除

了民国时期修建、文物价值相对较低的东外

10
11

23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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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8

7

12

6

博物院路
博物院路

西直门大街西直门大街

1 西直门城楼 瓮城2 箭楼3 北侧门洞4 南侧门洞5 护城河6

西直门车站7 北下关街8 北礼士路9 西直门南小街10

半壁街11 桦皮厂胡同12

图4 改造后的北京西直门地区布局示意(1959年)

Fig.4 Layout of the renovated Xizhimen area in Beijing (1959)

注：底图为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制作的1959年北京老城航空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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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门和西外三座门，而对明代建筑——长

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即东长安门、西长安

门，俗称东三座门、西三座门，是进出皇城

的门户之一)予以保留[6]。这也反映出当时决

策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文物保护意识。

在这一阶段，部分专家、学者和热心公

众也积极为保护城墙建言献策。继1949年5

月座谈会讨论后，梁思成于1950年5月发表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系

统辨析了拆除和保留两种意见，并明确主张

保留北京城墙 [20]；1951 年 4 月，他又发表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再

次呼吁保护城墙，并配以将城墙改造为立体

环城公园的经典构想图示[20]。1952年9月25

日，河南大学武梦佐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

建议“利用旧墙改建环城马路，顶上行驶汽

车电车”，并附有多幅详细的手绘设计图。

彭真将来信批转都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

“都委会”)研究。都委会在 10月 18日的复

函中反馈道：“电车行驶荷重震动压力甚

大，需将全部城墙加固并将所有豁口改建门

洞或架设桥梁，这项工程是很浩大的，而以

后的保养工程也很大”，“在技术上尚存困

难”，同时说明“城墙究竟应该如何处理，

现尚在研究考虑中”[21]。

然而，在更高决策层面，对城墙的处理

思路则呈现出不同导向。这体现在多次北京

市委会议的讨论中。市委书记彭真在会上多

次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并发表意见。1951年

8 月 21 日，他在讨论下半年工作时指出：

“都市计划不搞很被动，中央已决定聘请专

家，请搜集各方面意见。这里面有几个问

题：牌楼要拆、城墙要拆，烈士塔(指人民

英雄纪念碑)搞成后中华门大街也要拆。由

此可是革命的立场”；同年11月20日，他再

次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主席说该把三座

门拆除，连城墙都该拆掉。他说凡破坏旧

的、建设新的，我都赞成。幸亏全国只有三

处九百年的建筑。三座门来回碍事，他要求

我们酝酿一下，明年拆掉。这是说明一个思

想，即革命的思想。”至 1952年，相关表态

更为具体：4 月 8 日，彭真要求“三座门

‘十一’以前拆掉”；5月27日指示“三座门

待人民英雄纪念碑动工即拆，最近即动工，

到时要发新闻。红墙拆不拆[再]考虑”；6月

7 日则明确“城楼除危险的以外，一般不

修。将来都要拆”[22]。

1949—1952年，除对西直门、崇文门进

行改造外，也有个别城门设施被拆除：1950

年 12月，皇城西门西安门因火灾被顺势清

除；1951年冬季，为改善永定门交通，其瓮

城被拆除，并在城门东侧开辟一处城墙豁

口；同年 12月，因铁路建设需要，刚修缮

完毕的东便门瓮城亦被拆除[6]。就城墙整体

而言，此阶段的主要变化是开辟了多处新豁

口。例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战备

疏散需要，在建国门北、何家口、旧鼓楼大

街北口、新街口北街北口、辟才胡同西口和

祖家街西口开辟了 6处豁口[6]；1951年，又

在东直门北小街北口、陶然亭和架松开辟了

3 处豁口 [7]；1952 年 6 月，决定在安定门以

东、宣武门以西和崇文门以东再开辟 3处新

豁口[6]。

进入 1952 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恢

复任务逐步完成，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

段，国家开始筹备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

于同年 8月成立建筑工程部。在此背景下，

北京的交通压力日益严峻。1952年8月，经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拆除长

安左门和长安右门[6]。同月，北京市决定拆

除西便门的城楼、箭楼和瓮城，这是新中国

成立后为治理交通而拆除的第一个完整城

门。选择西便门，主要是考虑其地理位置相

对次要、建筑规制较低、结构较为简单，且

门洞过于狭窄(仅 3.65 m)，拆除决定更易获

得公众理解与支持[6]。

33..22 第二阶段第二阶段((19531953——19571957 年年))：：大规模大规模

建设背景下城墙与交通矛盾激化建设背景下城墙与交通矛盾激化，，

外城城墙被持续蚕食外城城墙被持续蚕食

随着 1953 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启

动，北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全面展开。西北

郊的文教区、东南郊的工业区以及各城门附

近区域成为建设热点，人口和客货运交通量

急剧增长，城门交通拥堵问题迅速恶化。这

一现实矛盾，直接推动了中央层面关于拆除

北京城墙重要决策的形成。

1953 年 2—3 月，在建筑工程部和中共

北京市委讨论城市建设问题时，彭真等领导

多次就城墙存废问题发表意见，其倾向已明

确指向拆除[22-23]。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正

式向中央提交《关于改善阜成门和朝阳门交

通办法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总结西直门和

崇文门“保留城楼、两侧开辟豁口”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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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后指出，西直门方案导致“车辆行人通

行时，须经过半径 40 公尺的弯道；转弯

时，易出车祸，车辆增加损耗，路面容易损

坏，车上乘客互相拥挤，颇为不便”。在此

基础上，报告提出了改善阜成门和朝阳门交

通的两个方案：一是参照西直门的模式，保

留城楼，两侧开豁口，拆除瓮城两翼，交通

取弯道通过；二是将朝阳门、阜成门的城楼

及瓮城全部拆除，交通取直线通过。5月 9

日，中央批复：“同意你们所提之第二方

案，即把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及瓮城均予

拆掉，交通取直线通过。在改善上述两地交

通的同时，可将东四、西四及帝王庙之牌楼

一并拆除。进行此项改善工程时，必须进行

一些必要的解释，取得人民的拥护，以克服

某些阻力。”[24]

尽管此次批复仅针对个别城门，却清晰

表明了中央在北京城墙存废问题上的基本立

场。这一立场随后得到了最高层的确认。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财经工

作会议上更明确指出：“在天安门建立人民

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

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25]

然而，中央批示下达后，当年仅拆除了

阜成门的瓮城和残存的箭楼城台，阜成门和

朝阳门的城楼并未立即拆除。这主要是因为

城墙存废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反对之声渐

起，加之当时在城市规划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援华苏联专家也持保留态度。例如，

1952 年 3 月来华的苏联专家穆欣 (А. С.

Мухин)曾指出：“城墙先不必拆，妨碍交通

可以多开豁口。保存城墙具有世界性的意

义，全世界只有北京一座完整的古城。另外

凸字形是人们所熟悉的北京的形状，因此应

该不要毁去。”[26]他的这一保留意见，在中

央层面的讨论中得到了反映。在1953年7—

8月中央召开的城市工作问题座谈会上，关

于城市规划的简报进一步印证了这种权衡：

“北京、西安均为封建王朝的‘历代帝王都’，

有着高而厚的城墙，对城市交通妨碍很大，

且割裂了城市的统一性，须要拆毁。但有一

些人对此‘历史遗迹’深为留恋，反对拆

城；苏联专家穆欣亦以为西安城墙比北京还

雄伟，主张保留，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要拆。

因此，拟再等待一下，如对目前建设影响不

大，暂时可不拆。”[27]

与此同时，北京市内的讨论也在持续。

1953年8月，在北京市召开第四届第二次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彭真于总结报告中指

出：“大会上争论比较尖锐的是城墙拆不拆

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该在制

定首都建设总规划中，从长计议……原则上

凡是建设新的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拆除旧

的则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如果不是立刻拆就

会妨碍生产、交通和都市建设的，就不忙于

拆除。”[28]

自1953年7月起，中共北京市委成立畅

观楼规划小组，在苏联专家巴拉金 (Д. Д.

Барагин)的协助下编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9月17日，巴拉金对规划草案发表意见时明

确表示：“城墙问题，[涉及]如何对待文化古

物，如无需要，即可不拆。绿地当中保留。

部分地方可拆。给后代看封建。非常重要问

题，严肃对待，以后证明当否需要拆。现代

化街道问题，城墙布局不同，[可以]增加美

观。”[23]同年12月初，《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

划草案》 (即第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完成。北京市委在向中央提交的规划工作报

告中指出：“关于城墙是否保留以及对某些

古代建筑物的处理办法，一向争论很多，这

次尚未作具体规划”[29]。然而，该版规划提

出的“环形+放射”道路网系统中，关于

“二环路”的设想已隐含了对城墙的处理意

见：“把护城河展宽(将来把城墙拆除)，并将

其两岸发展成为美丽的滨河林荫大道”[24]。

尽管政府层面仍在犹豫，但1953年5月

9日的中央批示，无疑为主张拆除者提供了

强有力的政策依据。在此背景下，尽管缺乏

统一指令，一些单位在事实上的默许下开始

自行拆城。首当其冲的是地位相对次要、形

制较低的外城城墙。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

体育运动委员会因建造太阳宫体育馆及交通

需要，向北京市申请“拆运左安门外至龙须

沟一段城墙”，在拆通豁口后，又顺势将这

段城墙内外两面的城砖扒光[6]。此后，“1955

年，前华北防司(指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及

市体委拆除了广渠门以南、陶然亭豁口迤西

两段共约 7华里，以后，又有仓储公司、上

下水道公司、道工局养工所、中央体委、房

管局等单位陆续剥取城砖” [30]。资料显示，

到 1957 年 3 月时，北京“外城已有 80%拆

除，目前仅残留着东便门、铁路豁口附近、

西南城角 3处，共约 8华里” [30]。这些数据

虽因“完全拆除”“部分拆除”等界定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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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必绝对精确，但足以证实当时外城城墙

已遭大规模拆除的基本事实[31](见图5)。

经过“一五”时期大规模城市建设及各

单位零星的拆城墙活动，至 1957年初，城

市规划对城墙的处理倾向已明确为“拆

除”，但官方表述仍较为委婉。1957年 3月

版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指出：

“对于城墙的意见，一向很多……我们认

为，城墙现在已经开了三十多个豁口，有几

处已经塌掉，很难利用作高架电车。从长远

来看，保留城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在某些

方面对城市生活还会有些妨碍，因此，在将

来必要的时候把城墙拆掉是适宜的。从目前

的实际生活来看，城墙对于减少环城铁路的

噪声和防御风沙还有一些作用，只要在妨碍

交通的地方再开豁口就行了，没有必要马上

把它拆除。这不是当前首都改建中的急迫问

题，还可以继续研究。至于城楼，把它组织

在交通广场中间，对交通无大妨碍，将来也

可以保留一些”[32]。

1957年3月28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

局就城墙管理问题向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以

下简称“市人委”)请示。5月14日，市人委

回复意见指出：“城墙废留，争论很多，且

无定案，而建设单位要求拆砖取土者很多。

规划局对城墙的管理，应从城市规划的角度

和便利城内、外交通的原则，对内城和外

城、城墙和城楼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 [30]。

5 月 15 日，市人委第 82 次行政会议决定：

“内城城墙保留不动，只准开辟豁口。外城

城墙，东便门以北城墙架有高压线，右安门

以东城墙设有测量三脚架，西南城角内设有

打靶场，都应暂时保留；其余部分，除已将

城砖拆光的可以拆除，城砖已被拆除一部分

或一侧，剩余的一部分或一侧，经城市规划

管理局勘查确有危险的部分可以拆除外，应

暂保留”[5]。由于当时申请拆用城砖的单位

众多，“有些单位未经批准乱拆城砖的情况

很严重”，财政部门还专门拟定了拆城砖的

收费管理办法[33]。

然而，就在 1957 年上半年，城墙存废

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成为舆论焦

点。5月 2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全国人

大代表俞平伯、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陈公

培和刘定五视察北京城市规划后的意见摘

要：陈公培与叶恭绰倾向于有计划地拆除，

叶恭绰并建议利用前三门城墙砖石砌筑护城

河岸；俞平伯则明确反对拆除内城城墙，认

为应从全国文物保护角度考量；刘定五主张

以拆除为原则，但可选择完整墙段作为遗迹

保留[34]。

6月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华南圭主

张拆除城墙的详细意见，列举理由达 40条

之多，包括消除城郊隔阂、协调建筑风格、

利用基址修建环形大路及发挥城砖经济价值

等[35]。此举引发了公众更激烈的讨论。大量

群众向《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写

信表达意见，信件被转至北京市都市规划委

员会。据该委统计，1957年6—8月，《北京

日报》《人民日报》和(上海)《新闻日报》共

收到 38封相关读者来信，其中反对拆除者

占绝对多数(35:3)[36]。

专家与公众的强烈意见形成了强大的社

会舆论压力。1957年6月11日，国务院向北

京市发出通知：“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

除，俟文化部和你市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并加综合研究后，再作处理”。接到通知

后，市人委于6月19日向城市规划管理局发

出执行指示：“为执行国务院以上通知，对

本市城墙凡目前不致倒塌的，即行停拆；如

有倒塌危险而需处理的，必须报经本会考虑

决定”，并要求规划局负责收集、整理相关

情况资料上报[37]。在此情况下，1957年下半

年，北京城墙的拆除活动暂时停止。

1953—1957年，北京各城门的具体拆除

情况主要为：1953年拆除了阜成门的瓮城及

箭楼城台、左安门箭楼和瓮城、东便门箭

楼，以及右安门箭楼和瓮城；1954年拆除了

地安门；1955年拆除了广安门箭楼和德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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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侧或外侧城砖被拆除 城墙已被完全拆除

内外侧城砖被拆除，仅剩土堆

图5 档案中记载的北京外城城墙保存情况示意(1958年2月)

Fig.5 Preservation status of Beijing's outer city walls as recorded

in archival documents (February 1958)

资料来源：文献[31]。

注：因档案复制件较模糊，特予重绘，图例形式及文字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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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楼台基；1956年拆除了朝阳门城楼、左安

门城楼、广安门城楼以及复兴门城台和券

门。此外，在 1955年及 1957年天安门广场

的两次扩建工程中，分阶段拆除了广场东、

西两侧公安街和西皮市一带的部分皇墙(原

皇城城墙南段)[6]。

33..33 第三阶段第三阶段((19581958——19641964 年年))：：在强势在强势

政策主导下政策主导下，，激进拆城墙运动的兴激进拆城墙运动的兴

起与停滞起与停滞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

后，为了进一步加快国家发展、迅速改变落

后面貌，国家于 1958年制定了社会主义建

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内的

一系列实践随之开展。在此社会背景下，激

进的拆城墙思想开始形成并蔓延。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主

席表达了鲜明的态度：“我们不轻视过去，

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古董不可不好，

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

子。这是政治问题。”同月，在第 14次最高

国务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南京、济

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

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到了同年 3月

的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更是明确指示：

“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他还要求北京市应在今后几年内彻底改变城

市面貌[4]。

中央高层的明确态度直接影响了北京市

的决策。1958年2月25日，北京市副市长王

昆仑就外城城墙问题提交书面意见，提出：

“外城城墙是没有什么历史文物价值足资保

留的，加以日趋坍塌危险，应及早处理。我

们的修建工程，不断需用城砖城土，城内外

交通也应当减除障碍。如能有领导、有组织

按照缓急轻重，分期分段把外城拆除(有高

压线的地方另行考虑)，既能适应各种要

求，又能逐渐形成一条新的环城马路。”对

此，张友渔副市长于 2月 28日批示：“我意

可以有计划地、分批拆除，但不必一下子大

规模地做”；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于3月3日批

示：“我同意，但是要有计划地拆，拆成一

条马路”；市委副书记刘仁于 3月 4日批示：

“同意郑天翔同志的意见”。3月 5日，市委

书记彭真做出最后批示：“我是坚决主张拆

除北京的城墙的。只要把长城的若干段保存

下来，即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文物。但在这个

问题上，各方面朋友们以至在群众中的意见

是很不一致的。因此，需要经过酝酿，慢慢

来。至于已成为危险建筑物的部分，现不再

修，便只好先部分拆除了。”[31]

政府层面对城墙态度的转变，在城市规

划文件中得到了明确体现。1958 年 6 月 23

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呈报的《北京城市

规划初步方案》建议：“把城墙拆掉，改建

成为第二环路。” 同期报送的 《北京市

1958—1962年城市建设纲要》则提出：“把

前门至阜成门的一段城墙拆除，在滨河两侧

建设高楼。” [38]至 1958年 9月，经修改后再

次呈报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态度更为坚

决：“要迅速改变城区面貌”，“展宽前三门

护城河，拆掉城墙，充分绿化，滨河路北侧

修建高楼”，“城墙、坛墙一律拆掉”[39]。

在此政策推动下，1958年，北京市“各

单位职工及广大市民，纷纷以大跃进的火热

干劲投入到拆城墙、取墙砖的义务劳动之

中”[6]，甚至部分城市规划专业人员也被动

员参与。例如，城市规划专家、建筑工程部

城市设计院一级工程师程世抚就在日记中记

载，他于1958年10月24—27日参与前往阜成

门捡城砖的义务劳动，后因劳累过度病倒[40]。

为了掌握城墙拆除的实际情况，1958年

12月 27—31日，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遵

照副市长冯基平的指示，对城墙拆除情况进

行了全面调查。该局于1959年1月拟出的调

查报告显示：“东城区前门至建国门一段未

拆。建国门至朝阳门有 6个垛口配合扩大货

场正在拆除。朝阳门至东直门正由已批准的

体委及市政工程局拆砖取土，也有部分的是

零星取砖单位在此取砖。东直门以北外侧的

三个垛口之间正由四、五个单位在取砖(未

经批准)。安定门以东未拆动。安定门至旧

鼓楼豁口之间的里皮有批准的炮司取砖，已

基本取完”；“西城区前门至复兴门一段，除

和平门豁口因炼钢时取砖取土拆的较乱以

外，其他基本未动。复兴门至阜成门一段，

六号豁口至武定侯豁口系西城区指定的拆砖

范围，有的单位正在拆除，还有部分单位未

在指定地点拆砖。阜成门至西直门一段，五

号豁口至西直门系区人委指定的拆砖范围，

有的单位正在拆除，也有个别单位没有在指

定地点拆。西直门至旧鼓楼豁口一段，新街

口至德胜门之间系区人委指定拆除范围，正

在大量取砖。德胜门至旧鼓楼豁口一高压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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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有危险，这段是水利电力部水利发电设计

院所拆” [30]。同年，在持续的拆城墙运动

中，永定门的城楼和箭楼、朝阳门的箭楼、

东便门的城楼以及和平门的券洞被相继拆除。

1959年3月13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向

副市长冯基平提交了关于采用“震动装药微

性爆破”方法拆除城墙的两种方案 [5]。同

日，冯基平向中共北京市委提交了关于城墙

现状及拆除计划的报告[41]。3月 19日，中共

北京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后，最终决定“外

城和内城的城墙全部拆除”，但同时指出：

“今年由于劳动力紧张，可以先少拆一些，

争取两年之内拆完”[5]。

尽管做出了全面拆除的决定，但 1959

年的实际拆除活动相对有限。除了为迎接国

庆十周年改造天安门广场而拆除中华门，以

及内城东城墙(东直门至建国门段)遭受较大

破坏外，内城墙的其他地段仍基本保存完好

(见图 6)。之后数年内，大规模的拆城墙运

动实际上陷入停滞。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

要有两方面：其一，系统性拆除城墙涉及劳

动力组织、交通运输、高压线迁移、居民房

屋拆迁、土方消纳等一系列复杂问题[41]，仅

靠群众运动难以从根本上破坏坚固的城墙主

体结构；其二，国家领导人对拆城墙问题的

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1963年 10月 11日，毛泽东主席在邯郸

听取河北省汇报水灾情况时，了解到一些县

城因有城墙而减少了损失，便指出：“城墙

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水，我看还得

搞。大村庄也要有个地方呆嘛，要把城墙和

护村堤埝看成是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

犁、耙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

大城市，如邯郸、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

城墙；一是大村庄修大围子。”当谈及正定

县群众反对扒城墙时，毛泽东主席说：“我

们没知识，不能再扒了，城墙是为了对付

水，不是对付敌人” [42]。同年 11月 12日在

天津听取汇报时，他再次强调：“河、水库

要修，还要修村城墙(防洪堤)、镇城墙、县

城墙，邯郸市那样的城墙，城墙要普遍地

修。城墙是个防卫武器，这种生产资料比

牛、比人、比土地都重要，因为堤一溃，粮

食被淹了，人、牛都没得吃了”[42]。

在拆城墙运动停滞期间，由于个别市民

私自到城墙上玩耍或取土，曾发生坍塌事故

并造成人员伤亡。为保障安全，北京市于

1962年8月下发通知，封闭城墙上下道口并

禁止攀登[43]。

总的来说，经过 1958—1959 年的拆城

墙运动，北京外城城墙基本被拆除，而内城

城墙遭受重大破坏，但主体结构仍有相当程

度的保存，这意味着在当时仍存在修缮和复

原的可能性(见图7)。

(上篇完，参考文献详见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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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档案中记载的北京内城墙保存情况示意(1959年1月)

Fig.6 Preservation status of Beijing's inner city walls as recorded

in archival documents (January 1959)

资料来源：文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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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档案复制件较模糊，特予重绘。

图7 1959年北京老城内城南城墙前门一段的保存情况

Fig.7 Preservation status of a section of the southern inner city walls near

Qianmen in Beijing's old city in 1959

资料来源：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

注：上方两组巨型建筑为正在施工中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彼时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尚未开始；航空影像拍摄时间为1959年5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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